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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决策的机制与干预： 
基于整合理论视角的 fMRI 研究

寇天宇

广东培正学院应用心理学系，广州

摘  要｜道德决策是如何发生的？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熟？其与行为的关系是复杂而紧密的。要全面了解道德决

策、道德发展和道德行为，就必须知道个体如何作出实时的道德决策；影响道德决策的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

的；需要发展哪些过程或因素才能形成成熟的道德决策；这些过程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的。本

研究通过两个fMRI研究和一个干预研究，分别从行为和认知神经角度，通过操纵影响道德决策的认知（风险

水平）、情感（共情能力），以及社会因素（道德情境、人际关系）来探讨个体在作出实时道德决策的大脑

活动变化及发展轨迹，同时通过共情训练提高个体的道德决策能力和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基于社会

信息理论框架（SIP）的道德决策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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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3 月 19 日晚上 10 点，一辆 Uber 自动驾驶汽车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公共道路上与

一名行人相撞并致其死亡。2018 年 8 月 24 日，从事滴滴顺风车业务司机，采取持刀威胁、胶带捆绑

的方式，对乘客实施了抢劫、强奸行为后杀人灭口。法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追究刑

事责任。2018 年 11 月 26 日，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从众人惊叹吹捧、到

122 位科学家联名反对，这项所谓“中国生物科技的突破性成就”却因研究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在短短

一天的时间里，发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两极评价变化。在生活中，人（包括人工智能）被迫对生

死作出道德决策，这种可怕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的新闻消息中闪现。面对这样的信息，我们可能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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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肯定或责备的判断。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能会问自己，我会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当然，我们会

高兴地认识到，我们没有必要作出这种涉及生死的道德决定是多么幸运。但我们不禁要思考，人们的

道德决策（Moral Decision-making）是如何发生的？道德决策会受到哪些内在或外在因素的影响？大

脑在这些复杂的社会决策过程中是如何活动变化的？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程序由谁来编写？这些问题

不仅仅是重要的社会安全问题，也是重要的心理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1.1  道德决策概述

道德决策（Moral Decision-making）是指当面临多种可能的行为途径选择时，个体在社会制度和规

范的指导下根据自我价值导向作出最优选择的过程［1］。社会心理家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认知过程常围

绕着“自我”和“他人”这两大主体进行展开，自我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道德事件涉及自我时，

个体常会面临“维护自我利益”和“阻止对他人的伤害”这一两难困境，并需要根据一定的规则来作出

权衡或决断，以有效解决两难的道德问题［2-5］。这一过程是个体有意识的，需要付出认知努力并且是个

体可控的，但仍然受到情绪等因素的影响［4，6-8］。

1.2  道德决策的影响因素

首先，从道德决策行为产生来看，自我卷入到两难困境中的程度越大，道德决策时诱发的冲突和

负性情绪也越大，且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来解决道德冲突［9，10］。例如，格林（Greene）等人采用

情境启动范式研究发现，“人行桥困境”是一种“个人的”道德困境，会诱发个体产生更强烈的负性

情绪反应，作出超越理性的推理；而“电车困境”则是一种“非个人的”道德困境，仅会诱发个体较

弱的情绪反应，因此，个体可以通过认知控制来驱动理性的功利性计算（如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

这说明，自我参照加工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方式，让我们想象自己处于特定的情境中，影响我们作出

道德决策［11］。

其次，从道德决策行为后果来看，风险水平也会影响我们对道德情景的识别与判断。例如，在特定

的社会情境下，助人可能会面临较大风险的个人利益损失，而不道德的行为可能会给“自我形象”或“个

人声誉”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与经济决策相似，道德决策也显著激活了腹内侧额叶皮质和腹侧纹状体（负

责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神经编码和表征），这表明道德决策同样受到风险水平的影响，即根据风险水平来

权衡收益和损失［12-15］。

再次，从影响道德决策的情境因素来看，以往经典的道德两难困境常会设置一些极端情境，通

过“迫选任务”来考察个体道德决策的内部机制以及影响因素，这并未全面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中的道德情境。詹诺夫·布尔曼（Janoff-Bulman）和赫柏（Hepp）认为道德存在倡导性道德和禁止

性道德两种基本形式，前者反映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告知我们“应该主动帮助他人”；后者反

映了“我们不应该做什么”，告知我们“不要伤害他人”。此外，卡恩斯和詹诺夫·布尔曼（Carnes 

and Janoff-Bulman）也认为道德应该从形式（即倡导性和禁止性）和结果（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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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维度来进行分类，进而形成的四种道德情境才更符合现实生活，如图 1 所示。最近，诺瓦尔和

斯塔尔（Noval and Stahl）探讨了心境（Mood）对倡导性（如帮助行为）和禁止性（如伤害行为）

道德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效价的心境对两种情境下道德决策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这说明倡

导性和禁止性道德决策的内部机制可能是不同的，我们需要从这两个不同角度出发来深入探析道德

决策的内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图 1  四种道德情境，引自Carnes and Janoff-Bulman（2012）

Figure 1 Four moral scenarios, Carnes and Janoff-Bulman (2012)

最后，情感共情（以下简称共情）被认为是道德决策和道德发展的主要情感过程。共情可以作为道

德决策的激励因素，也是强有力的检索“工具”，在个体面临道德困境时触发储存在记忆中的道德图式［16］。

要使共情激发道德行为，个人必须能够正确识别他人的情绪，调节自己的情绪，并从记忆中恢复相关的

共情—认知纽带。情绪调节是对情感体验和表达的控制［17］。参与情绪调节的大脑区域，主要有边缘区和

前额皮层（PFC），对 PFC 的脑损害患者的研究发现与情绪调节的缺陷有关［18，19］。此外，有研究发现

短期的共情训练不仅能提升个体的共情能力，还能在相关神经脑区诱发与控制组不同的神经反应模式［20］。 

因此，探讨个体的共情能力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将有助验证和拓展共情对道德决策的积极作用，并进一

步为不道德行为的干预研究提供理论启发和实证依据。

1.3  道德决策的理论模型

一直以来，道德心理学一直以理性主义、认知—发展理论为主导，以阶段理论来解释道德发

展。皮亚杰（1932）的道德发展理论通常被认为是道德发展的第一个认知发展理论，它概括了

逻辑推理的四个阶段和道德发展的两个阶段。将皮亚杰的理论从童年扩展到青春期和成年，并认

为既然道德推理显然是推理，那么高级道德推理依赖于高级逻辑推理。一个人的逻辑阶段与个体

的道德阶段是平行的，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六个阶段，分为三个层次：前习俗阶段、习俗阶段和后

习俗阶段［21］。

一方面，早期道德发展理论家通过对逻辑推理发展的关注，提出道德决策是在认知领域内由推理

驱动的。另一方面，在社会直觉主义理论中，海特（Haidt）提出，道德决策是由基于情感的直觉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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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是在决策之后才发生，以解释直觉作出的决定。海特和比约克隆（2008）认为，道德信仰和

动机来自一小部分已经进化的直觉。对这一理论的支持来自一些被比喻为“道德上的嘲讽”的研究——

人们对道德困境给出了快速的答案，但随后却难以解释自己的答案。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理论的真正

区别在于强调，理性主义者认为真正的道德决策是推理，直觉主义者则认为是“直觉”、道德情感和

快速直觉［22，23］。

在社会神经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双重过程理论［4，6，9］。在这一理论中，人们作出道德决策的

依据要么是两难处境引起的消极情绪反应，要么是功利主义道德推理。最初的情绪反应可以被道德推理

推翻，但这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进行控制。支持这一理论的研究表明，在选择对假设道德困境的反应时，

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情绪反应）、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认知推理）和前扣带回皮层（表明需要认知控制）

的大脑活动增加［24］。

以此，来自发展心理学和社会神经科学的道德理论更全面地描述了参与道德决策相关的过程和

因素，以及这些理论是如何发展以促进道德成熟的。但是道德决策和发展所需的不同组成部分尚未

纳入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之中。这一综合框架可以包括情感和认知过程，也可以说明直觉和推理如

何指导道德决策。发展心理学理论已经概述了成熟的道德决策所需的认知和情感过程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发展的，但并没有明确解释这是大脑发展的结果以及如何发展。最近的神经科学观点强调了

大脑发育对道德推理及相关过程成熟的重要性。但往往忽视了道德发展心理学的论述。在道德的认

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巴维尔（2015）的研究使用的假设情景通常忽略了社会及其因素间相互作用的

影响，他们主张从双重过程理论转向道德认知的动态系统模型［25］。因此，将发展心理学和社会神

经科学的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框架可能是指导这一领域未来研究和理论发展的第一步，将有

利于该领域的发展［26］。

1.4  道德决策的神经机制研究

社会神经科学研究可以揭示在道德决策过程中哪些大脑区域更活跃，或者对某些大脑区域的损害是

如何影响道德决策的。利用道德决策任务进行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道德决策时大脑最常激活的区域

是腹内侧前额叶（VmPFC），其参与社会情绪的调节［27］。此外，在眶额皮层（OFC）、杏仁核、后扣

带回皮质（PCC）、额前皮层、颞顶叶交界（TPJ）和后颞上沟中观察到与道德行为的认知和神经机制相

关的激活［28-30］。

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柯尼希斯等人（2007）研究发现，与正常人相比，VmPFC 受到损伤的被试，

更倾向于作出标志认知加工的功利性道德决策。而正常人在道德决策时并非完全依据功利原则，在

考虑效益的同时，也会受到互惠、公平、共情等社会情绪因素的影响，作出利他决策［31，32］。这些

研究均表明 VMPFC 这一特定脑区是人们作出道德决策时有情绪激活的重要指标，且其与道义判断

关系密切。研究者认为它是影响道德决策和道德行为的重要中枢，由它调节的社会性情绪是道德决

策的必要因素［33，34］。

杏仁核：主要负责社会性情绪的加工，对道德情境诱发的消极情绪尤为敏感，并与奖惩信息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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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有关［34］。精神分裂症病人主要源于杏仁核功能障碍［35］，杏仁核对正常道德社会化学习具有关键

的作用［36］，该类病人在社会性道德情境下（如在囚徒困境游戏中的合作行为）表现出了活动的减弱［37］。

正常被试在涉及道德内容的任务表现同样揭示出杏仁核在道德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当呈现图片涉及伤害

时，被试的右侧杏仁核显著激活［38］。另有研究同样显示出被试进行负性情绪相关道德决策时，杏仁核

表现出强烈的激活［39］。

背外侧前额叶：主要负责道德决策中的抽象推理和逻辑判断，与工作记忆［40］及认知控制［41］相联系，

是典型的认知中枢。许多研究结果一致表明 DLPFC 在功利性道德决策中起主导作用。相对于“亲身经历”

的道德困境，“非亲身经历”的道德判断引发了 DLPFC 的显著活动。此后，该脑区被众多研究者作为

道德决策任务中认知过程参与的重要指标。

综上所述，以上强调了自我相关性、风险水平、情境因素，以及共情对实时道德决策和道德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构成过程和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包含了影响实时道德决策的认知、情感、社会和

其他因素的内容。为了将这些组成部分整合到一个描述道德决策是如何发生和逐渐成熟的框架中，

有必要了解这些成分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它们的发展轨迹对实时道德决策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来

自发展心理学和社会神经科学的道德理论更全面地描述了与道德决策相关的过程和因素，以及这些

理论是如何发展以促进道德成熟的。但是影响道德决策和发展的不同组成部分尚未纳入一个综合的

理论框架之中。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高空间分辨率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真实观测认知、情感、社会，以及其他因素在个体作出实时道德决策时的大脑活动及发展轨迹，

考察不同影响因素及理论模型发挥作用的边界，并采用整合理论的视角将这些动态变化发展过程纳入一

个综合的理论框架之中。

2  实验 1：“帮助—伤害”情境下自我相关性对道德决策影
响的神经机制

2.1  目的与假设

采用情境启动范式，考察“帮助—伤害”情境下道德决策中自我相关性信息的认知加工的神

经机制。假设不同情境下道德决策中不同程度的自我相关性信息所激发的行为反应（选择的比例

和选择的反应时）与大脑激活程度与区域存在差异。在帮助情境下的道德决策受自我相关性信息

的影响表现出更多的直觉加工，而伤害情景下的道德决策受自我相关性信息的影响表现出更多的

理性加工。

2.2  方法

2.2.1  被试

由于道德决策存在性别差异［42］，因此，本研究拟选取 20 名右利手的健康正常男性被试（中等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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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年龄在 18 ～ 30 岁之间，裸眼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智商超过 85。所有被试均无神经或精

神类疾病病史、无脑外伤病史、无药物滥用史，无幽闭恐惧症和 fMRI 的禁忌症。实验前签订知情同意书，

并在实验完成后给予一定报酬。

2.2.2  实验设计
采用 3（自我相关性：高自我相关、中等自我相关、低自我相关）×2（情境类型：帮助、伤害）的

两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其中自我相关性、情境因素为自变量，因变量为被试选择比例和选择的反应时，

以及 fMRI 指标。

2.2.3  实验材料
实验开始前收集被试教育年龄和人口资料。使用核磁共振仪对“轴 I”型精神障碍进行筛查［43］；

IQ 是用快速 QT 进行估计［44］；道德判断能力的评估采用道德判断任务进行测量［45］；采用自我报告精

神病量表（LSRP）［46］，对原发性和继发性精神病进行评估。 

共情能力的评定，采用认知和情感共情问卷（Qcae）［47］评估被试认知和情感共情。认知移情被认

为是建立他人情绪状态工作模型的能力，而情感移情则是指对他人情感敏感并间接体验他人情感的能力。

最终区分出高共情、中等共情、低共情三组（高低共情组为实验 2 筛选被试做准备）。

刺激材料：名字刺激，为三类目标他人的名字，并匹配每个名字的字数和熟悉度；助人情境材料，

按照洛克和埃文斯（Loke and Evans，2011）对助人情境材料的编制方法和标准，编制了较为常见的“帮

助—伤害”情境各 30 个，并对字数和故事情节的熟悉度进行标准化控制和匹配；IOS 量表，测量个体与

他人的自我相关性程度，将得分在 5 ～ 7 分的目标他人操作为高自我相关（如密友），将得分在 3 ～ 4

分的目标他人操作为中等自我相关（如熟人），将得分在 1 ～ 2 分的目标他人操作为低自我相关（如陌

生人）［47，48］。

2.2.4  实验程序
被试首先观看一段材料（材料涉及道德情境中的帮助和伤害两种），然后出现一个问题，要求被试

判断材料当中的人物做了什么或打算做什么的行为意图是否“正确”。所有情景都涉及帮助（如：X 的

家人得了癌症，但他们买不起治疗她的药。X 对你说：“我今晚要去抢药房。”问：X 可以这样做吗？）

和伤害（如：X 的家人得了癌症，但他们买不起治疗她的药。X 对你说：“我今晚要去抢邻居家的钱来买药，

但邻居家的钱是用来给孩子治病救命的。”问：X 可以这样做吗？）两种。情境中的字母 X 将会被自我

相关性信息（密友、熟人、陌生人）所代替。此外，为了保证被试能够在规定时间内理解情景内容，在

材料评定过程中拟选取 20 名心理学研究生对材料内容的字数进行评定，以保证所有人能够在 10s 内对情

景内容完整的阅读和理解。同时，20 名被试还需确认所有的选择都能够在总实验试次时间 17 秒内作出

决定。

实验程序使用 E-prime2.0 编写，白底黑字。首先情境呈现时间为 10s，其次为问题和两个框（√

和 ×），蓝色边框为 5s，接着呈现相同的两个框（√和 ×），红色边框为 2s，此时需要被试进行按键决策。

最后是一个固定十字（呈现时间为 1s、1.5s、2s）。3 个 trail 结束后休息 10s，以允许血氧依赖水平（BOLD）

反应回到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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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次完整的 trail 流程图（帮助情境为例）

Figure 2 A complete trail flowchart (Help Context as an example)

3  实验 2：“帮助—伤害”情境下自我相关性与风险水平对
道德决策影响的神经机制——共情的作用

3.1  目的与假设

采用情境启动范式，考察“帮助—伤害”情境下道德决策中自我相关信息与风险水平信息的认知加

工神经机制，揭示共情能力在其中的作用。假设为，风险水平调节了不同情境下的自我相关性对道德决

策的影响，表现为在低风险水平下，个体更多地表现为直觉加工，而在高风险水平下则更多地使用理性

加工，受共情水平的影响，实验 1 中的情境因素带来的加工机制差异有可能会减弱或者消失。 

3.2  方法

3.2.1  被试

选取由实验 1 筛选出的高共情和低共情组被试男性共 30 人（每组 15 人），其他条件与实验 1 保持一致。

3.2.2  实验设计

采用 3（自我相关性：高自我相关、中等自我相关、低自我相关）×2（情境类型：帮助、伤害）×2（风

险水平：高风险、低风险）×2（共情能力：高共情、低共情）的四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自我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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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因素、风险水平为被试内变量，共情能力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被试选择比例和选择的反应时，

以及 fMRI 指标。

3.2.3  实验材料

同实验 1。

3.2.4  实验程序

同实验 1，不同的是在问题呈现界面加入被试作出选择的风险水平（5% 为低风险、95% 为高风险），

风险水平在实验开始前对被试讲清，当被试做出是否的决策时，他的名誉或者是利益可能受到损害，低风

险表明他的决策仅有 5% 可能被朋友或者他人知道，高风险表明他的决策有 95% 概率被朋友或他人知道。

进行按键决策。最后是一个固定十字（呈现时间为 1s、1.5s、2s）。3 个 trail 结束后休息 10s，以允

许血氧依赖水平（BOLD）反应回到基线。 

图 3  一次完整的 trail 流程图（帮助情境低风险水平为例）

Figure 3 A complete trail flowchart (Help Context and Low risk level as an example)

4  实验 3：共情训练对道德决策的干预研究

克利梅基（Klimecki，2014）通过设计一个认知—情感—行为的共情训练，对小样本团体进行了为

期 7 天的短期训练，之后发现被试群体的共情水平显著提升，并在负责共情的神经脑区诱发了与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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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神经反应模式。因此，实验 3 将在实验 2 证实了共情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的基础上，对道德决策

行为进行干预研究，期望通过认知训练提升个体的共情水平，提升个体道德判断和决策能力。

4.1  目的与假设

通过共情的认知—情感—行为训练，提高个体共情能力，进而考察个体共情训练对不同情境下道德

决策中自我相关性信息所激发的道德决策行为的作用。假设为，共情训练提升个体的共情能力和水平，

进而提升个体的道德决策能力，并表现出不同的（训练前）大脑活动模式。

4.2  方法

4.2.1  被试

由于以往研究中发现社会情绪的性别差异［49］，同时为了对比共情训练前后大脑结构的变化差异。

实验 3 拟选取由实验 2 中低共情组被试 15 人，其他条件与实验 1 保持一致。

4.2.2  实验设计

采用 3（自我相关性：高自我相关、中等自我相关、低自我相关）×2（情境类型：帮助、伤害）×2（共

情能力：高共情、低共情）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自我相关性、情境因素为被试内变量，共情能

力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被试选择比例和选择的反应时，以及 fMRI 指标。

4.2.3  实验材料

同实验 1。

4.2.4  实验程序

采用克利梅基（Klimecki，2013）提出的共情训练程序对实验组被试进行 5 天的短期训练。在训练前 1 天：

进行共情水平的前测。在训练阶段：被试将接受“认知训练（认识、区分和理解情绪词汇、表情、非言语

信息的情绪内涵）”“情感训练（关注与理解自己的和他人的意图和需要）”和“行为训练（通过倾听和

角色扮演等来塑造共情行为）”三个阶段的训练。在训练之后 1 天，被试将再接受共情水平的后测［50］。同时，

被试还需要完成不同情境下的道德决策任务（与实验 1 相同），并使用 fMRI 记录被试的大脑激活情况。

5  整合理论框架：社会信息加工—道德决策模型（SIP-MDM）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研究，分别从行为和认知神经角度，通过操纵影响道德决策的认知（风

险水平）、情感（共情能力）和社会因素（道德情境、人际关系），来探讨个体在作出实时道德决策的

大脑活动变化及发展轨迹，通过共情训练提高个体的道德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拟构建一个

基于社会信息理论框架（SIP）的道德决策的理论模型。

在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之前，我们有必要去知道为什么道德决策领域需要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对这

一问题的回答已经在问题提出部分做了论述，因此不再赘述。本部分拟从如何构建整合框架角度出发，

结合实验研究的结果，从整合理论的视角对道德决策的机制及干预进行综合讨论。

道德决策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决策，道德决策是从记忆中调用道德推理和道德相关模式或原则的激活，

在个体面临道德困境时会触发储存在记忆中的道德图式。然而，道德决策与其他类型的决策也有相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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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因为它涉及信息的处理、判断、评价和反应决定，这可能导致行为活动。与其他类型的决策一样，

道德决策也受到情境因素、人格特质和偏见等因素的影响。SIP 理论可以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框架来解释

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并且可以被调整到包含与道德决策和道德发展相关的组成部分。

此外，道德原则对道德决策是必要的，但还不够，还需要考虑影响决策和行为制定的其他组成部分

和因素。最初的 SIP 模型是用来解释儿童攻击性行为［51］。研究发现，好斗的孩子表现出非典型的 SIP 技能，

SIP 模型是攻击性行为的预测［52-54］。研究表明，SIP 模型为解释社会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这并不是以往道德理论中关注的焦点。关于道德决策的发展和相关因素的认识，需要与关于决策的知

识联系起来，以便更好地了解道德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它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熟，进而更好地理

解道德行为。虽然许多社会、生物和心理因素参与了行为的产生与发展，但在实际行为之前，都会有一

个决策过程，无论是认知的、情感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都是作为近距离的一种控制机制。道德反应

决定可被概念化为 SIP 框架中的反应决定步骤，即行为反应之前的近端决策。本研究拟借鉴加里根等人

（Garrigan，2018）提出的 SIP-MDM 理论模型，对道德决策机制的理论模型进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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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and Intervention of Moral Decision-making: 
fMRI Researc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ve Theory

Kou Tianyu

Guang 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Abstract: How moral decision-making occurs, how it matures over time,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behavior is complex. To fully understand moral decision-making, 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behavior,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how individuals make real-time moral decisions; How do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What processes or factors need to be 
developed to form mature ethical decisions; How these processes develop and change over time. Through 
two fMRI studies and one intervention stud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tracks 
of individual brain activity in making real-time moral deci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 and 
cognitive nerves, and by manipulating the cognition (risk level), emotion (empathy), and social factors 
(moral contex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at affect moral decisions, while improving 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individual moral decisions through empathy training, On this basi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moral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the social information theory framework (SIP) is constructed.
Key words: Moral decision-making; Self correlation; Risk level; Empathy; SIP


